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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優勢觀點運用於男性加害人
Working With Male Batterers:

A Restorative-Strengths Perspective
Duluth家庭暴力處遇方案（DAIP）一個社區處遇方案有八個主要的內涵：
1.有清楚連貫的哲理取向處理受暴者的安全。
2.發展跨機構間整合的最佳策略和協議。
3.增強服務提供者間的網絡關係。
4.建立監視和追蹤系統。
5.建立支持性的社區。
6.懲罰施虐者，但也提供復原的機會。
7.對目睹暴力兒童也提供協助。
8.從受暴者安全的立場來設計之。
本文將針對提供予施虐者回歸機會的部分進行討論，其目標乃是期許能擴大對所謂的「合適處遇」的觀點，從原本著重於男性權力或男性特權的女性主義、批判典範的論點，轉而採用優勢回歸的取向來探討合適的處遇。
(Duluth模式的男性施暴者的教育團體
此團體的設計乃以控制女性的行為及支配慾之根基來設計，因此著重於減少施虐者對受虐者的權力控制及教導施虐者新的關係技巧為主要內容。
課程的設計乃從權力與控制輪（power and control wheel）談起，在此權力與控制輪中談及男性施虐者的暴力除了生理的施暴外，還包括有強迫、恐嚇、脅迫、心理虐待、孤立、淡化、否認、責備、利用孩童、利用男性特權及經濟虐待…等方式。此為一個進行26週的方案，參與者試著從權力與控制輪中辨別其控制性的行為後，進而能發展出平等輪（equality wheel）中所指帶有尊重的行為。雖然參與此方案中的男性會因為其不同的背景、問題、環境而有其之所以施暴的不同理由，但仍應將其把施虐當作獲得權力與控制力的方法作為團體進行的核心議題，催化者應避免討論成員的個人問題，而應將重點聚焦在檢視其進行權力和控制的方法，以及改變的方法。假定所有的成員都有其控制的目的，拒絕和藐視為可預見的行為，催化者就應持續的以面質的技巧應對之。
(此模式的限制
1.Melanie Shepard：針對參與在1987年執行的DAIP中的成員進行的一年追蹤報告
(1)在方案的前三個月有明顯的身體和心理虐待減少的情形。
(2)在方案一年的追蹤期中有較低的虐待發生比率。
2.另外的研究報告中，警察和法官針對100位參與該方案超過五年的成員進行調查，瞭解其累犯的比率。在此調查研究中發現，有40位後來因為家暴或疑似家暴的情形而成為累犯。
3.綜合上述兩個研究來看，此方案在短期內似乎有其成效，但其長期的累犯比率卻令人不安。

4.Tincke Ritmeester在其1993年的研究報告中指出針對在1991年76位接受庇護安置的受暴婦女進行的研究中指出，有55％表示因為參與施虐者的團體而有減少其暴力行為的出現；有42％的人指出沒有任何的改變；有4％的人指出不減反增。除此之外，在情緒虐待沒有任何的改變
























































































































暴力行為的出現e Ritmeester心議題，在團體進行的過程中r Men Who Batter















































































的部分有46％的人指出沒有改變，有42％指出不減反增，只有12％的人指出是有減少的。Ritmeester說明說有將近88％的受訪者認為施虐者的教育方案不但沒有減少情緒虐待的情形，反而增加情緒虐待的發生。這當中的問題在於施虐者在經過訓練後乃以情緒虐待來替代身體虐待的行為。
5.在較近的研究調查（2000）中，其針對累犯比率的研究指出，有45％的受訪婦女指出這樣的方案是有效益的，44％則指出其是沒有效益的，另有9％指出其反而帶來傷害。
6.Pence&Paymar指出自願參與此施虐者方案且完成該方案者僅有10％，其可能的原因包括該方案挑戰成員的信念體系，可能會洩露成員潛藏的動機，例如：自願參與團體可能可以減輕刑罰或可操弄受虐者回心轉意。
(生理—心理—社會取向（approach）
我們必須同時以生理、心理及社會來探討男對女施暴的情形。在Marano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一種精神內在障礙（對被遺棄過渡敏感、無法控制負向情緒、較弱的衝動控制）和生理因素有關，例如：腦內的(血液中的)血清素（5-羥色胺）（serotonin）較低，睪(甾)酮,睪丸素(一種男性荷爾蒙)（testosterone）較高以及頭部受創亦可能會造成腦部的損害；再者，其也指出和文化因素相關，例如：傳統的性別角色的定義。
通常在生理上若為反社會人格、喜好冒險行為以及衝動行為者，容易有物質虐待和暴力行為的出現。研究指出較低血清素的人通常皆有攻擊行為和成癮行為出現。以伴侶酒後會有暴力者作為例子來看：
(將近半數的配偶其施暴者都有明顯的酒癮問題。
(有半數到三分之二的已婚男性酒癮者通常是在酒精中毒前就已經對其伴侶拳腳相向了。
(男性若為藍領階級者、有酗酒著以及有暴力傾向者，多有顯著高的虐妻比率。

(狂烈飲酒者和每天飲酒著相反，有非常高的比率指出其會有虐待的行為出現。
有攻擊傾向者不必然表示完全沒有控制力。Ptacek根據參與團體治療的18位施暴者所提出的理由進行分析，發現其所提出的理由是之所以會對老婆施暴乃是對老婆的擾亂的回應，他們並不會在外面對他人施暴，這意味著之所以施暴看來是含有社會性的因素存在。
多數的施暴者通常都是低自尊的情形。無法與他人妥協的痛苦讓他們自以為是弱勢的受害者；也因為不安全感而形成容易猜忌的情形。Marano論及近來有針對應對來自施暴者之猜忌反應有困難的研究，其中論及施暴的男性大多以猜忌的態度來面對其老婆，並以敵意來面對之。另外，有非暴力的男人作為比較組，這組在相同的場面時並不會讓人感覺到有威脅性產生。在Marano的研究發現，有虐待傾向的男性，當其老婆與朋友外出時，其會抓狂的。在這類男人的處遇上就是要幫助他們看到他們對自己老婆的情緒和行為過度的權力控制的情形，讓他們知道虐待就是這樣持續發生的。他們自己對配偶的過度依賴致使他們容易產生怨恨、討厭，甚至於是毀了他們自己。
和對婦女施予物質虐待及暴力相關的社會因素是文化期待。當文化告訴男人說喝醉酒時應該要打老婆，則他們就會這樣做。Gondolf指出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文化期待乃因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對男子氣概的概念扭曲所致。從上文的論述中可知，我們可以從這樣較為全人的觀點來看男性施暴的這樣事。
(不一樣的觀點（Some Alternative Viewpoints）
1. Fernando Mederos從男子氣概的觀點（masculinist standpoint）來談，他批評Duluth Model太過僵硬，太過強調責信，導致於忽略其他重要的關注點，例如：物質濫用的影響、文化因素、個別差異…等。再者，Mederos也指出近來有對配偶諮商、同性暴力以及貧窮角色…等研究產生懷疑或不信任的趨勢。
2. Ronel & Claridge從靈性的觀點（spiritual standpoint）來談，對施暴者的處遇應著重於將其從自我中心的觀點改變成能同理他人的觀點。若對照到團體過程中，在團體中男性施暴者容易被視為「仇敵」，在此觀點中所強調的是「關懷的關係」，透過這樣的關係促使成員能與社會更為親近，而非悖離社會。在此觀點中十分強調非理性思考的斷絕，期許最終能導出自尊的重新獲得。然而，曾有數以百計的男性虐待者參與這樣的靈性觀點的方案，有效的藉由無條件的愛來去除其抗拒，但都缺乏實證研究來說明此類處遇的具體效益。
(回歸—優勢的取向（The Restorative-Strengths Approach）

此取向在紐西蘭（New Zealand）和加拿大（Canada）十分流行，特別是常被運用於輔導少年犯，目標是要導正其所堅信的錯誤信念以及恢復其與社會的關係，最終的焦點在於能讓加害人返回社區中，而非僅是單純的接受懲罰。傳統的司法體系（justice system）是會形成加害人和政府間是一種敵對的情形，是完全不去考慮受害者及其需求的。回歸的司法處遇是涉及三方的一種觀點，這三方即為受害者、加害者及社區。在這當中，受害者的需求是最重要的，政府要扮演促進者的角色，而非受害的那一方。藉著受害者的運動和社區衝突解決方案的增長，回歸的司法處遇逐漸被重視。對現有懲罰性質為主的體系的幻滅以及犯行的死灰復燃促使回歸的司法處遇的發展。為求契合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社區三方的需求，此審判模式乃為一種恢復的模式（a true model of rehabilitation）。將司法體系的回歸模式與社會工作的優勢觀點結合則形成回歸的優勢取向。此優勢取向著重於案主的優勢而非弱勢，著重於可增進個人成長的正向觀點。
生理—心理—社會的社會工作模式處遇是全人的。在生理的部份會照會物質濫用處遇中心、自助團體，例如：酒癮匿名團體或迷幻藥匿名團體…等。倘使因為物質濫用導致灰色的想法或負向的感覺時，則按其需求併入心理層面的處遇，以期協助案主去除不合理的信念模式，幫助他們摒棄自我中心的想法，讓案主能摸著自己內在的優勢點，也能接受他人的優勢點，致力於處遇最終極成效的達成，即為能發展對他人的同理。同理心的發展能幫助團體成員在關係議題的層面容易達到滿足，也較能發展正向肯定的溝通模式，而非攻擊性的溝通模式，由此進而進入到社會的層面，意即因為溝通而與他人產生互動及關係。對加害人的處遇必須要能協助他們發展同理心和信任。
Orme、Dominelli & Mullender指出治療的終極目標應是幫助這些男人重新界定男子氣概的概念，降低攻擊性，增加較多滋養的面向，其應發展更多的與他人合作的行為以及平等主義的意涵。
優勢取向藉由個人的敘述來幫助案主發現自己之所以害怕、不信任的源由為何，同時也促使其辨識自己潛藏的優勢，這或許需要回溯到自己原生家庭的探索。要先能愛自己，才能愛別人；先瞭解自己或許就能同理他人。回歸的司法處遇的方法也是透過口語對話的敘述方式來達到所謂的回歸的歷程，也就是說陪審團藉由受害者闡述過去痛苦的故事的這個過程，讓加害人去感受這當中的痛苦以及他們所受到的傷害，藉由這樣的過程，讓加害人看到、感受到人性的一面。
另一個尚未能充分探究的問題是：「回歸的司法處遇對哪一種類型的加害人是有效的？」加害人分類系統能協助我們篩出例如：反社會人格者、重度憂鬱症者、在家庭外有暴力史者…等的類型，此可助益我們判斷處遇介入哪一類型之加害人的效益評估。
(社區會議（Community Conferencing）

所謂的社區會議乃指判決是由社區團體所主導掌控的。在New Zealand的例子中，該社區邀集受害者和其家人以及加害人和加害人的支持者一起參與，在這當中權力的失衡情形相當明顯，例如：限制加害人為自己辯護、動員社區民眾共同監視加害人的一舉一動…等。
另外，在Canada嚴重的家庭暴力案例所呈顯的是成功的社區會議的處遇，這個例子是一個來自加拿大原住民社區的案例，這並不像傳統上在處理離婚配偶改變權力平衡的協調方式。在這個社區中，受害者和其家人圍坐成一個圓圈，他們會訴說著受暴的慘痛情形，會有一個年輕人也說著加害人對社區所造成的傷害。直到加害人參與戒酒處遇且完成受害者及受害者的支持團體的期待，判決才算完成。這樣的儀式最後會以禱告和愛筵作為結束。在這樣的過程中，其強調的是回歸而不是懲罰。
(結語（Conclusion）

Duluth Model促使社區能為了家庭暴力、虐待的問題集結起來，其連結了受害者、服務提供者和法律執行專家，豐富這當中的對話，激發更多具有創意的解決方法。這樣的模式不應該被摒棄，而是應該加入更多的優勢觀點、協調的機制，而非過度的強調懲罰。從加害人、受害者到其家庭成員、社區都能從對話中破解暴力循環的消極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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